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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广西按察史胡燏棻（１８４０～１９０６）在《创办邮政以删驿递》奏折中提出：
“查泰西各国，莫不由国家设立邮政局，往来函牍，公私一体，权其分量之轻重，定给寄费之多寡，由邮
部刊刻信票印花出售。凡寄信者预先购买，用时取粘信角，投入信箱，有人按时收取……其第一办法
为先借招商局为发轫之始，每船各派专司文报一人，通商十九口岸，均设分局，管理公私信件则纠合
民间各信局而为之，内地各码头，各城市，各市镇，令信局一家承包。其第二办法，则借电报局为推广
之路，凡有电报分局地方，亦派一人在局专司文报，代为递送；至未设电报各处，亦照前法令信局一家
承包。其第三办法则俟火车畅行，再借铁路公司为往来之总汇，凡干路，支路火车停卸之处，各派一
人在局，专司其事，至将来欲遍行内地各镇埠，仅可广设分局，派人经理，若此则若网在纲，无远弗
届。”（晏星：《中华邮政发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３８页）
在奏折中，胡燏棻对新式邮政的构想是，新式邮政在西方国家已经行之有年，并且邮政是开放给

公家机构和一般商业行号以及普通人民。邮递的收费标准化和公开化，并且由寄信人担负。胡燏棻
认为，如同自强运动期间举办的其他事业一样，邮政应由公私合办，并在各大码头与不同等级的行政
区域间进行联结。胡氏还提出，铁路将会是促进邮政发达的重要动力。胡燏棻支持成立新式邮政的
见解并非特立独行之见，尤其是在行之多年的驿站制度此时颇遭诟病、急需全面整顿或者废除的阶
段（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章）。如曾有机会到欧
美国家一游的薛福成、李圭、张德彝、郭嵩焘等，都积极提倡新式邮政。无缘出国开眼的先进之士，看
到各地租界中外国邮政的便利，也会萌生学习、仿效之情。如英国客邮１８３４年开始在广州设立据
点，１８４４进驻上海；法国邮政１８６２年也在上海设点，美国邮政则在１８６７年进驻上海［程英万：《晚清邮
驿之演变：１８６０～１８９６》（Ｐｏｓ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ｔｉｏｎ，１８６０～１８９６），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

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第５１～５８页］。

胡燏棻的认识只是一个时代舆论的例子，其看法具有两个核心观点：一为兴办邮政是现代化的
必有设施，二是由交通联结的城镇系邮政发展的关键中心。这些认识正与中国现代邮政创立的旨趣
及功能不谋而合。本文借此两点试述早期现代邮政的建立和现代交通的关联性及其与对近代中国
社会变动间的关系。

一　新秩序创建与帝国荣誉的复兴

大清邮政于１８９６年正式成立，海关总税务司赫德（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１８３５～１９１１）被任命为总邮政
司。对于创建新式邮政的传统理解，如同对海关成立认识类似，多视之为英国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

但笔者并不如此理解。中国现代邮政的创立，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前期赫德提出创办一个仿效西方的
全国邮政系统，到１８６５年开始帮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运送信件，再到１８７８年在北方各大港口实行
对大众开放的冬季邮政，直到１８９６年大清邮政成立，期间经过至少３０年。３０年间，清廷内部已有诸
多的讨论空间，英国在华势力也逐渐受到德、俄和日本的正面挑战。因此很难讲大清邮政成立是英
国势力的延伸，较为客观的说法是，赫德的建议是诸个方案中考虑最为周全的。另一个必须要考虑
的因素，是海关可以支付经营邮政的经费。从１８７８年的冬季邮政，到１８９７年大清邮政正式运行，直
到１９１１年邮政正式脱离海关，海关是长期的唯一经费支持来源。民国成立后，海关仍然持续借款给
邮政，直至１９１５年邮政首次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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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从大清邮政成立的时代及观念背景上看，这个全国性重要机构的成立与１８９５年甲午
战败的氛围关系莫大。甲午之后，在国人集体失望的同时，全国弥漫着一股实业振兴和加速改变图
强的强烈思潮，进行３０年的自强运动已到了需要重新检讨、寻求方向的阶段。张之洞的“拟请设立
邮政”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议办邮政”奏折更是扮演着催生的角色，推动着赫德多年的计划付诸
实践。在洋洋洒洒的申论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强调“泰西各国邮政同重铁路，特设大臣综理，取资
甚微，获利甚巨，权有统一……近来英、法、美、德、日本在上海及各口设局，实背万国通例”（仇润喜等编
辑：《天津邮政史料》第１辑，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７８页）。
以恭亲王奕瞃主导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展现的巨大决心与魄力，正好适应了甲午战败后全国

弥漫的一波振兴思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大清邮政机构，是一项振奋大清帝国的现代化举措，同样迎
合了这股民气。一个隶属大清帝国的全国邮政系统，不但可以与其他在华西方国家的邮政和日本邮
政分庭抗礼，而且拥有了一个整合全国邮政系统纷杂的平台，将来还可以要求甚至逼迫这些客邮退
出中国（《总理衙门旨议办邮政请由海关现设邮递推广并与各国联会以便商民而收利权奏》，海关总税务司通令７０９

号之附件，１８９６年４月３０日。《中国海关的起源、发展及其活动文件汇编》第２册，上海，１９３６年印，第５５页）。
若是能把整合全国纷杂邮政系统的功能置入一个更广大的通讯传播网络中加以探讨，或许可以

理解在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地方总督为首的政府机构主导下，清帝国庞大而又落后的通讯传递
系统似乎正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逐步转型，这一通讯系统的新架构包括了邮政、电报、电信、铁路和
轮船。换言之，大清政府期待以对通讯和交通的改造，正面呼应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趋势，同时力求挽
救帝国的威望。

二　交通与邮政的联结

赫德所拟的《邮政开办章程》虽然比前述胡燏棻的邮政奏折更加详细，但在地理和交通上的思考
颇有相似之处：一、两者都强调邮政应以城市与港口为主，兼顾大城市及其腹地的重要性；二、两者都
强调邮政应紧密配合电报线的安排；三、两者都强调要兼顾水陆两路，特别是对正在兴起的铁路抱持
期望。
的确，这个由邮政、港口及其腹地城镇和水陆交通所构成的三角关系，一直是早期邮政建立时的

核心理念。例如，在对冬季五大港口（牛庄、天津、烟台、上海、镇江）和北京间的邮政运输事务上，海
关对邮政路线的设计可谓颇费周章。为在冬季能够顺利传达上海与南北方之间的信件，将镇江和天
津设置为两大邮务中心。天津在北方担负着对牛庄、北京和烟台邮件的集散功能，镇江则负责收发
长江流域，从南方各港口转送北方各港途经上海（或相反方向）和从上海本地来的邮件。此外，关于
天津和镇江间陆邮路线的设计，更是仔细盘算力求快速并扩展至尽可能大的地理范围。要达到上述
两个目的，邮政系统必须与民间信局合作，并选择适当的城镇作为分支据点，如途经山东和苏北的路
线安排就是经过多方考虑，因为此段交通包含陆路和水道，还要考虑济南、曲阜周围密集的城镇分布
的问题。
在赫德的《邮政开办章程》中特别强调，各港口间以及港口与内地间的交通往来，其邮界的划分

如总局、分局等的规划原则，基本上是关照以下两个重点：其一是行政区范围如省、县、乡、镇、社之
分；其二是交通类别，如港口、陆路、海路和河道。
关于选择在哪些地方设置分局的议题上，各省的邮政总局均会在评估后做出自认为最为适合的

选择来设立分支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决定或多或少具有“试验”的性质，并非每一个新据点的
表现都符合预期。当地民众接受新式邮政的程度，当地商业活动是否稳定，和新的邮局据点与送信
的线路衔接是否流畅等等，都会影响分支局的营业状况。这些因素与营运成本的关系（从牲畜支出、
信差脚夫的薪水到各个分支局设点租屋等基本开销），都是造成上述分支邮局持续亏损直到１９１５年
才略有盈余的主因。
除了交叉运用上述两大原则规划设置分支邮政局外，大清邮政在对早期邮政业务的考量上特别

重视其与铁路、电报线的配合。例如各分支邮局基本上是沿天津、塘沽和大沽间的铁路和电报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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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在各地的邮政路线和邮政的拓展上，除旱路之外，海船、河船和铁路均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其中又以铁路至为重要。
学者已有研究指出，铁路在２０世纪初期确实影响了中国城镇的发展，尤其在区域经济变迁上更

是如此（参考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１９０５～１９３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８年版；江沛、熊

亚平：《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崛起（１９０５～１９３７年）》，《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１７０～１９７页），邮政业务也有
意识地与铁路发展紧密联结。铁路与邮政的结合在西方国家屡见不鲜，也是现代邮政提倡者经常援
引的例子。大清邮政成立后，以海关为主导的邮政紧跟铁路扩展的线路来拓展邮线，两者合作的确
有利于邮政的发展战略，尤其是当面对客邮、民信局和驿站三种既有力量的挑战时，如何与新式交通
紧密结合以提升竞争力，便成为新式邮政发展中的主要课题之一。
在海关主导下，大清邮局与重要的西方国家在华轮船公司陆续签订合同，这些公司同意除本国

邮件外，只载运经由大清邮局交付的邮件。不久后的铁路兴建，让大清邮局获得了更为有利的发展
机遇：一方面凭借铁路延展将邮务持续推广，并且可以与铁路枢纽城镇结合；另一方面则是借由铁路
扩大了大清邮政的服务范围并缩短了送信时间，如此可与客邮、民信局和驿站三个系统进行竞争。
三个既有邮政系统与大清邮政的关系错综复杂，牵系着中国近代邮政发展的不同面向，本文难以交
代清楚。由于铁路网络的渐成助力，新成立的大清邮政后来居上，因此本文要稍微追溯铁路与中国
现代邮政的渊源。
从历年的大清邮政“事务通报总论”来看，邮政的扩展对于铁路的倚重与期待自不待言。如《大

清邮政光绪三十二年事务通报总论》称：“查向来由京至开封、西安、兰州，须搭轮船经过上海、长江以
达大陆。本年借重铁路，其至开封仅两日半，至西安不过十天，至兰州不过二十一日。由京至太原之
路，前数年总需半月，近则不过七天。再越两年，枕头支路告成（系由京汉干路所分以达太原），若经
此路，只需两日而已。”（北京邮政管理局文史中心编：《中国邮政事务总论》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２
页）１９０７年完成的第一批大型区域性《大清邮政舆图》，除了把已经通车的铁路纳入邮线外，也特别描
绘出即将完成的铁路线以预告未来可以增加的邮路。

１９０３年，为了能够让邮政顺利与铁路接轨，并凭此与民信局、客邮等展开竞争，外务部和赫德共
同推动出台了《大清邮政局铁路公司互议章程八条》，根据这一章程直接与津榆铁路、卢汉（京汉）铁
路公司签订协定。《章程》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铁路只允中国邮政官局运送包件，其民局及别国官
局邮件概不准行运送，至各国军队按合同应送各件，应由中国邮政局随同日行邮件代为由火车寄
投。”（海关总税务司通令１０７６号／邮政通令６１号，１９０３年４月１６日，《中国海关的起源、发展及活动文件汇编》第２
册，第５７～６９页）章程还明文规定，午后开行的火车，应每日两次备有专门的邮务专栏，以便随行邮政
人员处理邮件；邮局可在火车各站租用房子并设立信箱。这个《章程八条》后来也推行到其他火车路
线上。在垄断铁路使用权前，大清邮局适时降低国内平信邮资，客邮和民信局的竞争力明显受挫（多
数客邮问题在“一战”后和１９２１年华盛顿会议上逐步解决，民信局的问题则在１９３０年由国民政府用
法令解决，裁驿归邮之举早在１９１２年即已完成）。
从实际邮路的统计来看，早期邮政使用多种交通方式相结合以扩展其服务范围。以１９０８年与

１９１５年比较而言，１９０８年的邮差邮路有２０．５万里，轮船及民船邮路约５万里，火车线路１．２５万里。
至１９１５年，邮差邮路达３８．２万里，轮船及民船邮路共５．９万里，火车线路１．９万里（参见《大清邮政光
绪三十四年事务通报总论》、《中华民国三年邮政事务总论》，北京管理局辩证误史中心编辑：《中国邮政事务总论》，第

１２５、３４０页）。相较于旱路和水路，依赖铁路的邮政路线增加较慢，所占比重较少，然而它运输快的特
点，对在幅员广阔的国土上推广邮政贡献很大，尤其是在运河不堪使用、冬天海水结冻的情况下，以
技术特性补强了南北联系。铁路还使邮政加速向内陆方向发展。透过三种交通形式的互补，邮政服
务范围得以从“点、线、面”形式的布局，逐步扩张为全国性事业（蔡明峰：《大清邮政版图拓展模式之研究》，
台北，蟠龙邮票公司２００７年版，第４页）。

三　结论：新式邮政与社会变迁

行文至此，本文虽然强调了以港口、铁路为特征的现代交通体系的巨大功能，但也特别指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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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包含电信、报刊、邮政、电话和新式交通工具的技术性引进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
这一影响又是渐进式的。本文所持观点，是这种新的信息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中国人在经济、
政治、文化和人口迁移上的新需求。换言之，不同社会需要不同的信息网络，１９世纪下半叶和２０世
纪初期所产生的信息网络，就是对已产生新的生活形态和经济活动模式的新事务的回应。
一个全国性邮政系统的成立，有力挑战了既有的邮政系统，尤其是行之有年的民信局。这一变

化可以解释为何当初赫德在１８６０年年初提出创办全国性邮政，而清廷却一直恪守不与民争利的想
法迟迟不肯采纳的原因之一。单从晚清史来看，成立新式邮政有其必然性，其时代性意义如前所述，
当然也不应忽视当时社会舆论气氛同样包含着提倡新式邮政的呼吁。如当时第一大报《申报》，经常
以社论形式敲边鼓，尽管它本身非常依赖民信局将其新出版的报纸运送到上海以外的地方去。
不可否认的是，一般民众对新式邮政的接受程度依其地区和教育、经济等背景有所不同，整个社

会对接受新式邮政也有一个适应期。然而新式邮政的最大特点，很快就让中国民众意识到了使用其
有较大好处：一般国内平信以重量计价而非以距离，这与民信局以距离来收费的传统有很大不同。
在邮政与轮船、火车密切结合后，新式邮政在远距离传递信件上优势明显，民信局的优势则在寄送包
裹上提供较好服务。史料展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各擅其长的邮政服务分化了市场，民众会聪明地
依照所寄信件物品的状况和收信人地点，来决定采取民信局还是新式邮政服务。

新式邮政很快将业务项目扩展到了快递、保险信件、挂号信件和汇票上。此外，邮政储蓄、航空
邮政等措施也在民国时期陆续引进。回首这段统一全国邮务的邮政史，对比今日不论在中国大陆流
行的“快递公司”和在台湾兴盛的“宅急配”，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社会的生活形态终究又要转型了。

两岸邮政拥有清末共同的邮政历史，如今也不约而同地面临类似的挑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５－０８
作者蔡维屏（Ｗｅｉｐｉｎ　Ｔｓａｉ），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哈洛威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新式交通与近代江南交通格局的变动

丁 贤 勇

近代以降，西力东侵，新式交通进入中国，机械力克服了自然力时代的局限，使原先的经济与交
通地理空间结构发生巨变。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动是如何发生的？其呈现出的形态如何及
其对城乡空间结构的影响又是什么？在此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就海陆交通格局、水陆交通工具及对城
乡空间结构的影响等方面作些探讨。

一　海陆交通格局变化：出现海洋导向的交通格局

近代以来，沿海（远洋）运输兴起。

传统交通运输是以内河水上交通运输为主的。利用天然的或人工的河道，实现货物与人员往
来，并在大江大河边形成人类大大小小的聚落；陆上运输因为仅限于人力与畜力，运输成本高，故陆
上运输处于次要地位。同时，在水上运输中，沿海运输地区的运输因大风大浪、制度安排（如清代闭
关政策）等，也只是起补充作用。
传统南北运输主要通道是依靠大运河实现的，如１７９３年秋的马戛尔尼、１８５９年春的容闳都走过

大运河，溯钱塘江到达常山、玉山，再南下两广或西至华中地区。及至近代，随着海上贸易与海外运
输的发展，勾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钱塘江水上运输，开始衰落。传统内河运输体系让位于沿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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